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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孟母堂”事件及其引发的问题
2004年 9月开设于上海市松江区的“孟母堂”

不仅以其另类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引起新闻媒体
的关注与披露，更因教育行政部门对其的紧急“叫
停”而引发了一场波及教育界、法学界的大讨论。说
其另类，主要是基于以下事实：在该教育机构中，记

诵中国古代经典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其教学内容

包括：语文学科所读的是《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
传统典籍；英语以《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则由外聘
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

程；体育课以瑜珈、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
因为其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近似于我国古代私塾，

因此媒体普遍将“孟母堂”视为“现代私塾”。[1]

事实上，另类的“孟母堂”并非个案，也不足以引
发大讨论。引起大讨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对“孟母堂”的紧急“叫停”。2006年 7月 17
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指出：“孟母
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

即停止其非法行为。同月 24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
对“孟母堂”的行为作了进一步的定性：学堂未经教
育行政部门审批，未获得办学许可；“读经教育”与义
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违反了《义
务教育法》的多项规定；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
取高额学费。而家长未按规定把适龄子女送到经国
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也属违法行为。
也许，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孟母

堂”事件本身及其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值得研究的问
题。但若从教育权这一维度来看，“孟母堂”事件其实
折射出教育领域中值得关注、解决但尚未引起足够
重视的教育权合理配置问题。尽管有的学者已对此
有些微的关注，但并未深入研析。如郑素一博士认
为：“孟母堂”事件中，主要是国家教育权与公民的家
庭教育权之间的争夺。[2]

根据现代教育权理论，教育权一般由国家教育

权、家庭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构成。[3]在“孟母堂”事
件中，上述三类教育权形态均获得了体现：以上海市

教育权配置基本原则探析
———以“孟母堂”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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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6年发生的“孟母堂”事件折射出我国教育权配置的不合理。根据教育产品及其经济属性原
理，教育权配置应该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即“以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实现为中心”原则、“阶段性分类配置”原
则、“教育义务分配的量的均衡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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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委为代表的国家教育权，

以在“孟母堂”求学的学子的家长为代表的家庭教育
权，以及以“孟母堂”举办者为代表的社会教育权。那
么，在教育权系统中，国家教育权、家庭教育权、社会
教育权三者之间应如何配置才更为合理？笔者认为，

对教育权进行配置，不仅应充分认识和把握教育权

结构中各形态教育权力或教育权利的理论内涵和法

律规定，更应注意到时代变化下的教育需求多元化

的发展现实。而从教育产品及其经济属性角度出发，
教育权配置至少应遵循如下三项基本原则，即以受

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实现为中心原则、阶段性分类配
置原则与教育义务分配的量的均衡性原则。

二、以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实现为中心原则
首先，对于教育产品指称的对象，在我国学界尚

存在一定的争议，主要观点有二：

（1）教育服务说。此观点认为教育产品就是教育
部门和教育单位所提供的产品，即教育服务。[4]

（2）人力资本说。这一观点认为学校等提供的教
育服务并不是教育产品，而是教育成本；教育产品是

“合格的毕业生，更确切地说是附属在毕业生身上的
素质、能力、技能、知识等，或者说就是凝结在合格的
毕业生身上的人力资本。”[5]

上述两种主张似均可以成立，只不过两者观察

的角度略有不同而已。因为，如果将受教育者作为消
费主体或教育服务的接受者，那么学校等教育主体

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就可认定为教育产品；如果将受

教育者作为消费对象（即将国家、社会乃至其他主体
作为消费主体），那么受教育者内含的知识、技能等
人力资本就是教育产品。
其次，无论是将教育产品界定为教育服务还是

界定为人力资本，都不会影响在教育权配置中必须

遵循“以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实现为中心”的基本原
则这一命题的成立。主要理由如下：
（1）假定教育产品即教育服务的命题成立，则可
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学校等教育主体之所以要提供

教育服务或生产教育产品，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满足

受教育者这一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如提升受教育

者个人素质、境界，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等）。尽管我
们无法阻抑某些教育产品（如义务教育）具有较强的

正外部性（即其他非直接消费者也可以从教育服务

中受益），但衡量教育服务的优劣的主要标准仍然在

于受教育者的消费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2）如果教育产品是人力资本的命题成立，那么
我们也可作出如下推论：附着于受教育者身上作为

教育产品的人力资本，必须符合国家、社会、企业等
消费主体的消费需求（如适应产业结构优化、职业发
展需要等）。而要满足这种消费需求，人力资本这种
教育产品就必须具备优良的质量，用当前较时髦的

话语说，就是受教育者必须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所以，无论是
将教育服务界定为教育产品，还是将人力资本界定

为教育产品，两者的落脚点都在于不断提升受教育

者的素质，即使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得以充分实现，

如此才能实现教育产品的内外效益。
最后，基于以上所述，在教育权配置体系中，对

国家教育权力及家庭、社会等主体的教育权力进行
配置，即各种教育权力或教育权利的比例的合理确

定，都应该围绕着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更有效地实

现而展开。“孟母堂”事件中，在孟母堂求学的孩子的
家长们并不认同上海市教委所提出的如下理由：根

据《义务教育法》中“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
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
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和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
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
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

教育的义务”的规定，家长把适龄子女送到孟母堂接
受教育，而未按规定把子女送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

机构接受义务教育，属违法行为。[6]家长们认为：《义
务教育法》并未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在教育部门认可
的教育机构就读，也未规定不允许在家接受教育。所
以，家长们送自己的孩子进孟母堂不违法。[7]

暂且不论哪一方对《义务教育法》规定的理解更
符合立法原意，也不对家长们是否违法下一形式判

断。运用以上所述的“以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实现为
中心”这一基本原则加以衡量，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
步判断，即国家通过确立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来确保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得以实现，而家庭则欲

通过实施所谓的“在家教育”来弥补学校教育的缺陷
甚或取代学校教育，以更好地使受教育者的受教育

权得以实现。双方在基本立场上并无不同，只不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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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受教育者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一问题产生
了分歧。

三、阶段性分类配置原则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既存在阶段性的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类
型，也存在由不同教育主体提供的诸如公立教育、民
办教育（包括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民办教育和完全市

场化的职业培训等）等教育类型。依据教育经济学的
研究成果，不同阶段、不同类别的教育（产品）具有不
同的经济属性。即根据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含量，
可以将各种不同种类的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分别确

定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具体而言：

（1）学前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这是“符合个体
早期社会化和社会现实的选择”。[8]

（2）基础教育（含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属于公
共产品，因为此类教育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

主要功能在于“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化技能与现代公
民素质，以服务于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的需求”。[5]

对义务教育的属性，亦有学者认为其并非是纯公共

产品，而属于准公共产品，其理由在于：“由于地域、
投入程度、师资水平的差异，社会并不能保证每一名
义务教育的接受者享有同等水平、同等质量的教育，
即在义务教育领域依然存在排他性。”[9]

（3）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10]并且在私
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比率上，前者占有更大的份额。
（4）至于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的经济属性，不能
一概而论，还需根据上述不同阶段的教育进行分别

定位。如有学者主张“私立高校不是公共产品”，公立
高校只有“处在适度规模时，由于其相对较弱的竞争
性和排他性，这样的高等教育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

属性，属于准公共产品”。[9]由公共财政或民间资本

举办的职业培训类教育则属于私人产品。[11]

总体而言，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各阶段教育，无

论是由公共财政支持还是民间资本举办，都可以定

位在准公共产品属性上，虽然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

在不同阶段的教育中具有不同的比率关系：学前教

育和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

争性，其个人收益率远超过社会收益率；而义务教育

则具有较强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其个人收益率

远低于社会收益率。
由于各阶段、不同类别的教育产品具有不同的

经济属性，所以教育权的配置还应该遵循“阶段性分
类配置原则”，即：教育权体系中的国家教育权力和
其他教育主体的教育权利应该依据不同阶段、不同
类别教育产品的不同经济属性要求，担负不同的角

色、承担不同的功能。具体来说：
（1）在义务教育领域，国家教育权力应该得到充
分而有效地行使。国家教育权不仅担负着“裁判者”、
“监督者”的角色，更为主要的是其还应担负起“运动
员”的角色，其对义务教育的各环节（可以细微到义
务教育的授课标准上）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

照。至于家庭、社会的教育权利，都必须服从国家教
育权的指导、监督甚至命令，教育权利的行使自由度
受到极大的限制。
（2）在非义务教育领域，由于非义务教育产品的
竞争性和排他性属性逐渐增强，私人消费及个人收

益率超过了公共消费和社会收益率，所以在教育权

配置体系中，国家教育权应该退居到“幕后”，主要担
负“裁判者”、“监督者”这种“夜警”角色，而“运动员”
的角色功能应“转让”给其他教育主体的教育权利。
也就是说，国家教育权在非义务教育领域主要发挥

防止、矫正其他教育主体滥用教育权利的作用；同时
在其他教育主体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教育服务

的前提下起“拾遗补缺”的作用。
在“孟母堂”事件中，“孟母堂”这一教育机构所

实施的正是义务教育，其教育的对象正是《义务教育
法》所规定的“适龄儿童、少年”。根据以上所述的“阶
段性分类配置原则”，对于义务教育，国家教育权在
教育权系统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社会教育权、家
庭教育权必须服从国家教育权的管理和监督。“孟母
堂”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其如果要实施义务教育，必
须具备实施义务教育的资质和条件，并取得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的许可。对于在“孟母堂”求学的孩子的
家长而言，孩子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是其享受的权利，

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其应承担的义务，因为受教育者

接受义务教育，不仅可促进个体的完善和发展，更为

重要的是，这也是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义务教育阶段，基于教育产品的强公共性，家庭教

育权受到国家教育权的严格限制，其只能在法律规

定的有限范围内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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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义务分配的量的均衡性原则
无论是国家教育权力还是家庭教育权、社会教

育权等教育权利，相对于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而言，

都可以归结为教育者的教育职责或义务。只不过教
育者的教育义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类别的教育领
域中占有不同的比例，即教育义务的量的分配不同。
所以，“以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实现为中心”原则与
“阶段性分类配置”原则派生出第三项教育权配置原
则———教育义务分配的量的均衡性原则。该原则的
基本要义包括两个层面：

（1）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别的教育领域中，国家
等教育者承担的教育义务分量是有差异的；这种差

异既体现在不同教育领域中的同一教育者身上，也

体现在同一教育领域中的不同教育者身上。
（2）教育义务的量的分配应该均衡，这种均衡并
非平均或绝对平等。其既要考虑不同阶段、不同类别
教育领域的要求，也要考虑不同教育者所担负的不

同角色或功能，同时必须以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有

效实现为中心。以下试以义务教育为例，粗略分析均
衡性原则的具体内容。
在义务教育领域中，国家教育权担负着“裁判

者”和“运动员”双重角色，这就决定了其所担负的教
育义务的分量居于“主导”地位：
（1）就宏观层面而言，国家不仅担负着最大出资
人的角色，必须保证充足的教育投入，而且还必须保

证教育投入的均衡性，即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
所提出的加快完成“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校际
差距等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任务”。
（2）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家必须为义务教育设定
合理的质量标准，并在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等各
方面提供统一的范本。这点在上述《纲要》中亦有所体
现：“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基本标准和监测制度。严
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资格标准”。
（3）就国家教育权而言，还担负着监督其他教育
者实施义务教育行为的职责。这种监督不仅体现在
预防与矫正教育权利滥用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命令、
强制其他教育者按照国家所确定的标准实施义务教

育行为方面。国家教育权与其他主体的教育权利基
本上处于“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架构中。当然，国家教
育权的“主导”地位并非意味着排斥其他教育主体在

义务教育领域行使相应的教育权利。为了监督国家
教育权力的行使及弥补现实条件下国家教育权出现

的“空缺”，后者还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再以“孟母堂”事件为例，前文已言及“孟母堂”
的另类教学方式和内容。这些教学方式和内容如果
是一般的兴趣班所采用则无可厚非，但“孟母堂”却
恰恰是一所事实上在实施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这

就导致了上述另类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与“国家标准”
相去甚远，违背了《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如《义
务教育法》第 35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根据
适龄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
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学校和教师按
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
综上所述，教育权的配置应该以“受教育者的受
教育权实现”为中心目标，以“阶段性分类配置”为关
键标准，不断使各教育主体的“教育义务”实现量的
均衡性分配。

参考文献：

[1] 张步峰，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J].法学，

2006，（09）.

[2] 郑素一.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J].行政

与法，2006，（11）.

[3] 秦惠民.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权型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1998，（05）.

[4] 杨凤英. 教育产品的属性与政府职能的调整 [J]. 教育学报，

2006，（01）.

[5] 周金玲.论教育产品及其经济属性[J].学术月刊，2007，（08）.

[6] 上海首家全日制私塾属违法办学将被取缔 [EB/OL].http：//

news.sina.com.cn/c/2006-07-25/02289555047s.shtml，2011-07-01.

[7] 上海私塾孟母堂学生家长欲起诉当地教委 [EB/OL].http：//

news.sina.com.cn/c/edu/2006-08-01/01589618672s.shtml，2011-07-01.

[8] 戚瑞丰.学前教育的产品性质与行政视角[J].现代教育论丛，

2008，（10）.

[9] 杨汝亭.从高等教育产品的性质看高等教育的供给[J].高校教

育管理，2009，（03）.

[10] 朱解放. 教育产品的效用外溢性和教育资源分配模式选择

[J].教育学术月刊，2010，（05）.

[11] 王颖.教育产品政府供给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视角（下），

2008，（04）.

〔饶龙飞 欧阳晓安 江西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
343009〕

LILUNJINGWEI 理论经纬

13


